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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员机制创新是基层干部提升政策动员效能的重要途径。隐形动员是常规

化动员、收买摆平式动员之外的一种新动员模式，是基层政策动员机制的创新。隐形动员

通过动员主体及动员话语“去官方”化，削弱动员对象的戒备心理和要价冲动，引导其转变

理性算计方式和心理预期；通过释放小道消息和隐藏时间压力，暗中与动员对象展开耐心

博弈，削弱动员对象持续博弈的耐心和信心。隐形动员蕴含着隐形代理人借用、动员话语

的转换、信息收集与处理、时间压力的创造性转换、可信性威胁的强化与软化等运作机制。

隐形动员模式在确保政策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能有效降低政策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优化基

层治理生态，有助于拓展和强化基层组织的自主性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隐形动员高度依

赖干部个人的觉悟和能力，难以解决村民公共参与内生动力不足的难题，且存在一定的驾

驭风险和传递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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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中，因地制宜推进政策动员的机制创新，是持续推进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国家在制度设计上的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原则，赋

予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决策时，依据各地具体情况的灵活处理权[1]。这为地方政府支持和鼓励基

层干部，依据地方实际创新政策执行的有效实现形式，提供了制度支撑。缘此，在中国基层治理实践

中，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政策动员模式。学界围绕基层干部如何实施政策动员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入

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基于价值共识的政策动员，基

于权力网络的政策动员和基于权力技术的政策动员三种分析路径：第一，基于价值共识的政策动员，

将价值共识作为影响群众参与公共事务行动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从如何建构价值共识推进政策

动员这一进路展开研究。首先，基于情感共识的政策动员。一是建构情感资源推进政策动员。有学

者提出运用话语和关系运作建构情感资源，进而塑造农户的价值认同，影响农户的参与行动[2]；二是

利用基层社会已有的情感资源进行政策动员，如请托宗族代表，借助其在宗族中的人情资源，协助政

府完成对村民的动员[3]。运用政策动员的家庭策略实现对老年人的动员，运用对农村弱势群体的送

温暖和政府兜底带来的合法性资源，影响被动员者的观念和行为[4]。利用社区已有的情感认同、情感

支持和情感能量等资源，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5]。其次，基于政策共识的动员。有学

者将榜样示范、入户宣传、村民议事等作为基层党组织说服动员的重要策略[6]。有学者提出通过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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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

成执行共识[7]。最后，基于培养公共精神的动员。有学者提出用党员的先进性去影响带动农民，从而

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和行为逻辑[8]。第二，基于权力网络的政策动员，将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作

为影响政策动员的重要因素。围绕如何在权力网络中，运用已有权力关系，形成不同的动员策略。

有学者提出基于政策网络结构的政策营销，认为不同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决定不同动员策略及其动

员效果[9]。基于网格的政策动员，将网格化管理与政策动员结合起来，将政策动员的效果作为衡量网

格化管理成效的重要指标[10]。基于权力的文化网络认为，“面子”在乡村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场域

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村民的环境行为和村庄的环境秩序有着深刻的塑造[11]。关联

性治理机制是政府通过“活动串连、组织吸纳、模范带动、关系约束”等动员机制，提升社会组织、乡

贤、农民等主体参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12]。第三，基于权力技术的政策动员，将权力技术作

为影响动员效能的重要因素。围绕基层干部如何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去影响动员对象的观

念和行动，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13]。如政策营销将群众当作顾客，在政策产品设计上重视激励手

段的运用，在宣传策略上凸显营销的特点，重视动员者与动员对象之间的平等沟通[14]；塑造行动漩涡

通过典型示范形成扩散效应，通过制造公共标签改变摇摆人群，形成集体行动的意见气候，向顽固

群体释放强大压力[15]。激励性技术动员认为，积分制的激励属性优势，是有效动员村民的重要

原因[16]。

以上三种研究进路各有侧重，但都隐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一是都在解决一个相同的问题，

即如何有效动员群众，推进政策任务落实；二是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在政策动员中，各参与

方的行动在明面上，都掌握与动员相关的全部信息。关注动员主体入户宣传、说服动员、情感交换和

信息沟通等互动行为；三是都隐含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认为有效的政策动员，需要在动员对象的观念

中，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关注在动员过程中，动员者如何运用情感资源、权力网络和权力技术去塑

造动员对象的共识性观念。既有成果为相关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拓

展的空间。一是很少有人关注如何降低政策动员的交易成本问题，更鲜有人关注政策动员中如何修

复和维护基层治理生态问题；二是鲜有人将政策动员研究，置于基层治理生态恶化，如干群矛盾突

出、干部威信缺失、群众分利意识浓厚等场景中，并深入分析基层干部是如何成功脱困的；三是尽管

有研究成果关注到了隐形动员的具体现象，但还没有明确提出隐形动员这一分析概念，更没有对此

概念进行系统化的学理分析。本文将在上述有待拓展的学术缝隙之中开展接续性研究。

本研究将延续以权力技术为基础的政策动员这一进路展开讨论。与既有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一

方面，本文将隐形动员置于已经受损的基层治理生态之中；另一方面，隐形动员要实现的目标，不仅

是落实上级布置的政策任务，同时还要降低政策动员的交易成本及修复已经受损的基层治理生态。

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在基层治理生态受损严重、干群矛盾尖锐、村民“多闹多得”习惯浓厚且对

干部缺乏信任的背景下，基层干部如何在政策动员中实现完成改厕任务、降低动员成本及优化基层

治理生态等多重目标？围绕该问题，深入分析隐形动员解释框架、实施方式、运转机制和实施效应。

本文以西南Z镇F村，2019年改厕项目落地中的政策动员为研究场景。作者于 2021-2024年，先后

多次深入该村进行实地调研，对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进行了深入访谈，查阅了该村关于改厕工作的

会议记录、工作台账和工作总结等资料。

一、隐形动员：村干部政策动员行为的解释框架

隐形动员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隐形动员概念的提出，深受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

特的“隐藏的文本”启发。Scott用“公开的文本”描述权力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公开的互动，指出：“‘公

开的文本’是权力关系中的从属者在支配者面前公开的表演。”同时，“从属者在其‘后台’——即在权

力持有者视线之外的言论、行为和姿态，称为‘隐藏的文本’。”[17]质言之，“公开的文本”是支配者在场

时从属者的话语，而“隐藏的文本”则是支配者监视在场时，从属者在后台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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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从属者的角色，是由伪装者与监视者扮演的，双方的权力差距越大，伪装的面具就越厚。无论是

支配者还是从属者，都会在被对方监视的场景中，将自己真实的言说和行动，隐藏在“公开的文本”背

后[18]。受此启发，本文以农村改厕动员的案例为依据，将基层干部在改厕动员中运作的一种特殊类型

的政策动员机制概括为隐形动员。以此表明，隐蔽性是隐形动员机制最显著的特性。

为便于描述和比较，本文把同隐形动员相对的动员形式称为“公开的动员”（也称为“常规化动

员”）。“公开的动员”主要是指动员主体与动员对象之间，在政策动员中公开的互动。通常情况下，基

层干部所采用的宣传动员、说服动员、情感动员、政策营销等动员形式，都属于“公开的动员”。“公开

的动员”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公开性，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动员主体在场方式是公开的，动员主

体以公开的动员者身份，与动员对象面对面互动；二是动员对象对动员主体在场有明确的感知，即使

动员主体不在场，由动员主体的代理人，如宗族代表到现场与动员对象沟通，动员对象照样能清晰地

感知对方的动员者身份；三是动员的行动方式是公开的，如动员主体的话语方式、信息传递行为等都

是公开的，动员对象能明显感知到外界施加到自己身上的动员行动；四是动员主体的行动意图是公

开的，包括动员主体主观意图的强弱，都能够被动员对象清晰地感知（表1）。

通常情况下，政策动员大多是“公开的动员”，而且多数“公开的动员”是可以达成预期目标的。

但是，“公开的动员”也并不总是有效。在某些特殊的场景下，不得不运用隐形动员。“公开的动员”有

效实施的前提是基层治理生态良好，如干群关系、干部权威、村民对干部的信任、村民的观念习惯等，

都能够对政策动员提供有效的支持。但是，当基层治理生态处于不良状态，不足以对“公开的动员”

提供有效支持时，基层干部可能就要运用隐形动员机制。

所谓隐形动员，就是动员主体与动员对象之间的互动行为是隐蔽的。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

是指动员主体的在场方式是隐蔽的，动员主体与动员对象不能面对面互动，动员主体必须以隐蔽的

方式，如委托动员代理人出现在现场；二是当动员者在场时，动员对象对动员者没有明显的身份感

知，即使动员主体委托代理人与动员对象互动，代理人也不能以动员者身份在场，不能让动员对象感

知到动员者活动在自己身边；三是动员行动是隐藏的，动员者实施的言说和实践是不公开的，动员对

象无法感知到外界施加到自己身上的动员行动；四是动员主体的动员意图是刻意隐藏的，越是强烈

的动员意图，越不能让动员对象知道。

动员主体与动员对象，在动员意图上的分歧越大，动员行动就会隐藏得越深。因此，隐蔽性是隐

形动员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一旦动员行动被公开，隐形动员的功能将会丧失。隐形动员的运用场

景，是干群矛盾尖锐，干部缺乏权威，群众对干部极度不信任，部分群众“多闹多得”观念习惯积习已

久，且习惯了收买式摆平动员方式的社会环境。隐形动员的主要对象，是对村干部不信任而顾虑较

多的村民，以及养成了“多闹多得”习惯或心态的谋利型机会主义农户[19]。在这种情景下，“公开的动

员”会遭遇条件反射式的怀疑、抗拒或各种理由及手段的讨价还价。这表明，置于此种情境的隐形动

员，本质上就是动员博弈。而动员博弈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将拥有动员博弈的优势地位。因

此，村干部在运作隐形动员的过程中，必须要确保动员行动的隐蔽性。

隐形动员与收买式摆平动员看似相同，但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异。收买式摆平动员，是收买式摆

平策略[20]在政策动员中的运用，表现为村干部通过各种小恩小惠迎合村民私利诉求，以动员村民摆平

基层治理难题[21]。收买式摆平动员，有时候会采取隐蔽的方式呈现，但有时候也会以公开的方式出

现。同时，收买式摆平动员，因涉及利益交易，即使在私下隐蔽的场景中运作，很多时候也无法真正

表1　政策动员模式比较

变量

隐形动员

常态化动员

收买式摆平动员

动员主体
在场方式

隐蔽

公开

公开、隐蔽

动员对象对动员
主体在场的感知

没有感知

有感知

有感知

动员对象对动员
行动的感知

没有感知

有感知

有感知

动员主体
的意图

隐藏

公开

公开

动员目标

优化基层治理生态、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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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保密。因此，收买式摆平动员，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会制造更多、更复杂的问题。简言之，收

买式摆平动员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利益交易性，而不是隐蔽性。本质上，收买式摆平动员，是一种基层

干部为控制政策动员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提高政策动员效率，而不讲规则底线，不惜破坏基层治理生

态的动员机制。与之不同，本文语境中的隐形动员，恰恰是针对收买式摆平动员中利益交易的弊病

及其滋生的不良影响，即它是用来矫正收买式摆平动员行为及其制造出的基层治理不良生态。因

此，本文语境中的隐形动员机制，还具有积极的变革性。

隐形动员的运行逻辑是，通过创新政策动员机制，以降低政策动员成本及优化基层治理生态。

所谓基层治理生态，是指基层治理活动场域内的政治生态及社会生态的统称，包括基层组织的自主

性能力及空间，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及形象，基层社区的干群关系及村风民风等所处的具体状态。

基层的政策动员效能，既深受基层治理生态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影响基层治理生态，不同的政策动

员机制，对基层治理生态的影响不一样。无论是常规化动员，还是收买式摆平动员，都是一种任务型

动员机制，其目标是完成政策执行任务，而没有寻求变革或改良基层治理生态的主观意图。与之不

同，本文语境中的隐形动员机制，其目标除完成政策执行任务之外，还有试图变革已经受损的村庄治

理生态的雄心。即运用隐形动员机制，意在转变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重塑基层干部形象，革除村民

“多闹多得”的观念习惯和心理预期，最终强化和拓展基层组织的自主性能力和空间。

隐形动员的作用机制，与常规化动员和收买式摆平动员都有差异。通常情况下，常规化动员的

作用机制，是通过政策宣传及说服动员，在村民内心形成共识性观念，进而影响村民的行动选择。但

是，在基层治理生态状况不良的背景下，短暂的动员时间内，很难让村民形成共识性观念。而收买式

摆平动员，则是通过利益交易满足动员对象的利益诉求，进而改变其行动选择。与前两者不同之处

在于，隐形动员的作用机制，则是通过隐蔽在场的动员主体，运用隐蔽的话语方式，消解动员对象习

惯性的怀疑、抗拒和讨价还价的心理及行为冲动，影响及改变动员对象的理性算计方式和心理预期，

削弱动员对象在动员博弈中的耐心资源，使博弈双方的时间压力向有利于动员主体一方倾斜，进而

让动员对象放弃持续博弈的信心，最终将博弈均衡控制在符合动员主体的成本预期范围内。由此，

为重新树立起规则在基层社会的权威，进而为优化基层治理生态迈出重要一步（图1）。

二、隐形动员的实施背景及实施方式

1.隐形动员的实施背景

F村所在的Z镇，是位于西南W省一个被特大城市包围的乡镇，由于大山阻隔，Z镇无缘分享城

市化和工业化开发的红利。由此，Z镇被区政府定位为本区唯一保留的纯农业乡镇，成为当地政府投

资惠农项目的主阵地。2019年初，Z镇实施农村改厕项目，最初在多个村先行试点，但结果并不理想。

原因在于，一些村对项目实行粗放型管理，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农户领取材料时并没有及时登记。结

果，项目推进到中途，发现建筑材料不够用，导致项目停工。有的村在改厕动员中，遇到了较大阻力，

使项目无法正常推进。原因是一些村民习惯了老式厕所，对改厕并没有兴趣。一些村民对配套建设

化粪池有顾虑，担心以后挑粪浇地不方便。一些村民认为改厕是为少数干部搞钱，因而不愿意配合。

图 1 隐形动员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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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村民想借机搭便车，以不合作相威胁，希望村里能免费帮自己建一个更大的厕所。

起初，F村并没有被镇政府选为改厕试点。原因是该村主要干部Y长期独揽村内公共建设项目

的承包权，为消除村民对项目建设的阻碍，一直习惯随意给村民许诺，但村民不闹事便不兑现承诺。

只要村民闹事，就用利益安抚化解矛盾[22]。久而久之，让村民普遍养成了“多闹多得”的习惯。导致村

里凡是需要村民参与的公共事务，都需要花钱才能摆平。多年来，村里每实施一项公共项目建设，都

要超预算支出，超支费用都由村集体担负，从而使村集体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这激发了村两委中，以

X主任为代表的部分村干部不满，产生了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但慑于村干部Y过于强势的性格，多

年来一直没有改革行动的机会。

2019年，Z镇新到任的镇党委书记，在全镇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场力度空前的整风行动，极大压

缩了村干部Y的权力空间，这对改变F村现状期待已久的其他村干部看到了希望。Z镇改厕前期试

点受挫后，镇领导找到F村，计划分配给该村 1000个改厕指标。村干部Y当即答应接下任务，但被在

场的村委会主任X及时制止，理由是该村干群矛盾尖锐，全村仅剩 700余户村民在使用老式厕所，如

果贸然接下1000个改厕指标，项目落地的任务将十分艰巨。最终，镇领导同意了村委会主任接下600
个改厕指标的请求，但要求三个月内完成改厕的全部任务。

鉴于F村严重受损的基层治理生态背景，上级组织充分授权给村内有志于改变现状的干部，并赋

予其改厕行动所需的全部权力，为创新政策动员机制，提供了充足的权力支持和行动空间。与此同

时，上级组织对本次改厕还给予了政策激励，上级同意由村集体直接管理项目的请求，即项目不承包

给任何公司或个人，由村改厕领导小组直接雇请工人并管理现场施工。此外，同意项目结余经费全

部留存给村集体，充实村集体经济实力，以便于改厕项目后期的维护开支。

2.隐形动员的实施方式

（1）动员主体去“官方化”：利用隐形代理人接近村民。在常规化动员场景下，村干部是动员行动

前台的主角。但是，村干部作为村庄资源的主要分配者，与群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纠葛，这很容

易使他们陷入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甚至成为群众眼里的“坏人”，进而使他们在面对群众、动员群众

时，面临群众不信任、不合作带来的巨大挑战。为此，一些干部使用利益安抚的方式去动员群众，使

部分群众养成了“多闹多得”的习惯，进而让政策动员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改厕领导小

组的应对策略是，村干部隐退到幕后，将改厕的泥水匠和送货司机发展成为临时的隐形代理人，帮替

而不是代表村干部去做动员工作。运用隐形代理人的解释逻辑是，“你要是直接去，就把你当成官

方，你（干部）不拿利益给我，啷个得干嘛。”（访谈笔记：20210820MD）质言之，运用隐形代理人的目

的，就是给动员主体去“官方化”，降低部分村民抬高要价的冲动和机会。

隐形代理人中所谓的“隐形”，是指代理人同样不能有官方色彩，他们不能以动员者身份出现，不

能让村民认为他们是动员者。他们只能以泥水匠或送货人本来的角色接触群众，以生活化的方式与

村民交流。“当时X主任召集各个工匠，就开了一个茶话会，以喝薄酒的方式给匠师做工作。你们作为

一个匠人，要老百姓整厕所，你们才找得到工钱。所以你们在跟老百姓接触时，讲这个厕所整起了

好，就谈策略点。”“我们喊的三轮车，送一户材料50块，给他谈老实话，你不能说改厕做起要不得，你

接了一个单才能搞到50块钱，要是没得人搞，你就整不到50块钱，你就要宣传整厕所的好处。”（访谈

笔记：20210820MD）通过委托隐形代理人的方式，有效避免了动员者的官方色彩激发出农户的抗拒

心理。

（2）动员话语去“官方化”：运用隐蔽的话语方式启发村民。在一些市场气息较浓厚的乡村，村民

的利益诉求高度分化，分利意识比较强烈[19]。常规化动员模式下的讲政策、讲道理、讲情感等方式，其

动员效能已大打折扣。为此，项目领导小组委托改厕工匠和送货司机，在与村民的日常接触中，将村

干部精心编织的“土活话”传递给村民。例如，“群众不整（改厕），你就讲土活话。啷个讲土活话呢，

你不整呀，哈（傻）的，不整，国家把钱收回去。不整的话，你这个钱也得不到，划不来。他一想也是

啊。”这种话语背后的解释逻辑是，“就好比我不想穿这件衣服，你硬是拿着衣服来求着我穿，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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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看啊。他可能会认为，你帮我买的这件衣服不好。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思路来讲的话，你哈

（傻），管他衣服好不好，你拿来穿起噻！”（访谈笔记：20210820MD）
村干部明白，这种土味十足的话语虽然“见不得官方”，但是其启发效果却相当明显，“我们语言

方式不同，我就不用去求他，他各自都会主动来找我们做，我们才不会被动。”（访谈笔记：

20210820MD）通过隐形的动员代理人，将高度生活化的动员话语，在日常化的闲谈中呈现给村民。

可以让动员话语在形式上除去“官方”色彩，又可以避免动员话语在传播过程中的“官方”宣传痕迹，

这有助于让村民放弃对动员话语的戒备心理。还可以让这些话语在内涵上，具有村民思考问题的习

惯性视角和推理逻辑，有助于启发村民转变理性算计方式，即与其挑三拣四或者试图争取更多没有

十足把握的利益，还不如及时抓住眼前触手可及的利益。这种隐蔽的话语方式，确保了动员话语的

启发性和影响力。

（3）释放小道消息:利用信息优势对村民制造紧迫感。在动员博弈中，耐心是影响博弈能力的重

要因素，拥有更多耐心资源的一方，具有更强的谈判优势[23]。对村民而言，改厕并非紧迫需求。因此，

在动员博弈中，村民拥有更多的耐心资源。与此不同，在基层压力型行政体制和向上负责制背景

下[24]，村干部则没有随意退出政策任务的机会，他们在这场博弈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为此，村干部

利用隐形代理人释放小道消息，对犹豫观望的村民制造压力。

村干部M讲，“我们在推动工作当中，有最厉害的一招。我们就动员送货的人去农户那里帮我们

放风，他要给农户送材料嘛。耶，他说，我听他们（村干部）说，名额不多呢，要完成了呢。农户说，快

点给我要个名额。他说，那不忙，我们去给M主任说说看。（他回来汇报之后）我说，（需要）好多户嘛，

剩余的名额没得几户了呢，不忙，给X主任说，到政府去要几个名额看。当然，送货的人也不晓得X主

任到底是啥子游戏。（后来）我打电话给他说，X主任要到了20户名额。他到处宣传X主任要到了20户

名额。村民听到后争先恐后来给我们说，我要整，我要整。”（访谈笔记，20210820MD）
成功利用小道消息的前提，是干部向村民隐藏了有关改厕的具体数据。包括政府给了村里多少

指标，项目推进中用了多少指标，还剩多少指标等。此外，协助释放小道消息的送货员，尽管明白自

己“放风”的目的，但并不清楚消息的真假，更不清楚村干部究竟在玩什么“游戏”。因此，他十分真诚

地在散布小道消息，并自觉充当了村民与干部之间互动的桥梁。这种十分真诚而出色的角色扮演，

对制造村民的紧迫感，进而提高改厕动员效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隐藏时间压力：以游戏心态暗中与村民开展耐心竞赛。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上级政府通常会

给基层干部设置工期及时间节点，同时还对政策落实的绩效考核，给予整体主义美学标准的评价期

待。笔者在F村参与的一次关于其他惠农项目的工作调度会上，谈及部分农户不配合工作时，镇领导

的意见是，“如果有的地方整，有的地方不整，整体效果怎么出得来？政府花那么多钱的价值在哪

里？！”（访谈笔记，20210805LS）即要不惜一切代价动员农户参与进来，以确保项目整体效果能完美呈

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基层干部可能因缺乏足够的耐心而向动员对象妥协。针对该问题，F村改厕

领导小组的应对方式是，通过隐藏时间压力，以玩游戏的心态和方法，暗中与农户开展耐心竞赛。

具体操作方法是，在工作安排上，将不愿意配合工作的农户先搁置在一边，不对其做任何动员说

服工作。进而制造一种你配不配合都无关紧要、我不着急的假象。对此，M主任的解释是，“按照我

的思路来玩游戏，就根本没得多少阻力和麻烦。我根本不会去给你做那么多工作，我给你做啥子思

想工作？你不愿意做，我给你摆到，你不做吗，麻烦点个嘛，摆到，下一家挨着继续做起走。就有人会

说（动员代理人暗中启发），你哈（傻）哦，你不整，你看那家整起好漂亮。我点儿都不用去求他，而且，

他还会主动来求我们。（如果村民妥协，就答复）不忙，我有一个朋友，我去帮你说一下，看行不行。”

（访谈笔记，20210820MD）
这种假装不着急的行为姿态，实质上就是一种隐藏的耐心竞赛。由于农户在这场竞赛中，一开

始便占据了优势，村干部要想赢得这场竞赛，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村干部拥有充足的权力空

间，在项目推进期间没有来自上级的干预和催促。二是基层干部有不妥协的意愿和动力，具备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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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而牺牲掉政绩考核的勇气。F村改厕领导小组，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他们认为，不做无原则的

妥协，不坏规矩，比政绩效果更重要。他们私底下对镇领导的观点并不认同，理由是如果以镇领导的

理念去做政策动员，一开始就输掉了与村民的耐心竞赛。

三、隐形动员的运作机制

1.隐形代理人的借用机制

村级组织处于基层治理体系的末梢，繁重的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

村庄治理的重大难题。上级政府给基层组织分配任务时，可能会忽视基层权力与责任之间的适配性

问题。基层干部要顺利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就不得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动员和整合体制之外的资

源，以解决体制内资源不足的难题。隐形动员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在改厕工作中，村干部在

群众中缺乏足够的权威，群众对干部不信任，导致工作无法顺利开展。隐形动员的一个重要功能，就

是动员体制外的主体服务于动员工作。如将施工队员、送货司机整合进动员工作中，让他们在施工

过程中，利用泥水匠或送货员身份，有效承担起动员村民的重任。他们具备非“官方”身份的优势，具

有易于接近群众的便利性，他们可以在施工或送货过程的随意闲聊中，以隐蔽的方式将村干部精心

组织的动员话语捎带给群众。创造性运用隐形代理人传递信息，能有效避免因村民对干部不信任，

而对动员活动的高度戒备心理。可见，让施工人员利用身份和工作的便利性接近群众、说服群众，是

一种十分有效的隐形代理人借用机制。

2.动员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

成功的群众动员需要通过话语启发群众和说服群众，因此，动员话语的组织和传播是政策动员

的重要环节。在政策动员的话语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政策话语，它代表了国家声音和国家权

威。其次是干部话语，即干部在学习领会政策文件之后，依据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将政策话语转换为

干部话语，然后将这些话语传递给群众，去影响群众的观念和行为。再次是群众话语，即群众根据自

己的利益需要，创造性理解国家话语，进而形成个性鲜明的群众话语，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有力的

话语支持。群众话语既具有政策话语的共识，还具有高度生活化的个性。当基层干部试图去说服群

众时，往往会遭遇群众话语的审查和批判，这就是基层干部在群众工作中面临的话语挑战。作为日

常化与非正式运作的说服机制[25]，话语影响力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动员话语的创造性转换机制。在隐

形动员模式下，村干部将政策话语创造性转换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剔除动员话语中的“官

方”气息，能直抵群众内心，避免了群众对动员话语的抗拒。那些接受了动员话语的村民，会在日常

交流中，不知不觉将动员话语进行创造性再加工，进而以群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形式传播给

其他村民，这在无形中帮助干部拓展了政策动员的广度和深度。

3.动员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机制

政策动员是一个动员博弈的过程，参与博弈的一方或双方存在信息的不完备性，即一方对于另

一方的意图或承诺信息，有着不完备或不确定性，掌握对方更丰富和更准确信息的一方，在博弈过程

中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23]。隐形动员的成功实践，离不开信息收集与处理机制。一是对其他村的改

厕试点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失败教训，提前预判改厕工作可能遇到的阻力，进而拟定改厕实施方案。

二是构建信息收集、处理及反馈机制。由隐形代理人及时将农户的信息反馈给改厕领导小组，让干

部及时掌握村民的信息动态，便于及时堵住工作中的疏漏。正是得益于有效的信息收集机制，让村

干部及时发现，村民有将化粪池建在远离厕所的菜地中的诉求倾向。他们敏锐意识到，这种诉求可

能会很快在其他村民中蔓延。项目领导小组决定暂停项目推进，立即完善项目实施方案，将每个农

户使用下水管的长度、化粪池选址地质条件等，进行详细的补充规范。三是有关项目实施的信息由

项目领导小组按统一口径发布。目的在于确保信息的严谨性，避免低质量信息对工作的扰乱。四是

对改厕指标总量及其分配落实情况保密，让动员对象无法掌握改厕指标的具体数据，从而消解其谈

判能力。五是通过隐形代理人散布小道消息，给动员对象制造紧迫感，以降低其持续博弈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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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间压力的创造性转移机制

在压力型体制背景下，基层干部在政策动员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压力。在时间压力下，当

基层干部在面对不合作者的强硬态度时，可能会突破规则底线，以收买摆平方式换取对方合作，这便

成为基层治理生态被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隐形动员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时间压力的创造性转

移。具体讲，一方面，基层干部从政策执行的初始阶段起，就避免对不合作者公开的积极动员，目的

在于向对方展现不着急的姿态。这种反常行为，让部分习惯以拒绝合作为姿态，为自己赢得博弈优

势地位的村民，在博弈策略上失效。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将主要精力专注到项目施工上，对那些积极

配合改厕的村民，村干部会全程监控工程质量，确保让每一个被改造出来的厕所，都能成为打动群众

的样板。再一方面，改厕领导小组让隐形代理人私下散布有关改厕指标即将用完的小道消息，使部

分犹豫不决的村民，产生再不妥协就没有机会的紧迫感。由此，谈判博弈的时间压力，便成功转移到

拒绝合作的村民一方。随着项目实施到尾声，部分先前拒绝合作的村民选择了妥协，他们主动找到

村干部表达了希望参与改厕的意愿。

5.可信性威胁的强化与软化机制

在博弈关系中，拥有可信性承诺和威胁的一方，将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23]。在改厕动员中，部分

村民会展示出不合作的强硬姿态，增强拒绝合作的可信性威胁，以便让自己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F
村的成功实践在于，首先，构建改厕领导小组可信性威胁的保障机制。为确保方案执行的严肃性，在

镇党委鼎力支持下，通过民主表决方式，将村两委干部中群众工作能力和规则意识最强的干部选拔

出来，组建改厕工作领导小组，并授权其全权负责改厕工作，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干预。为有效排除

性格强势、习惯使用收买式摆平策略的村干部Y插手项目提供了可靠保障，从而在根本上确保了项

目实施方案及执行标准的严肃性。其次，可信性威胁的强化机制。改厕领导小组下定决心纠正部分

村民积习已久的“多闹多得”习惯，为此他们做好了因不妥协而贻误工期，进而牺牲掉政绩考核的思

想准备。这种信念越坚定，反映到行动上不妥协的威胁，就越具有可信性。最后，对拒绝合作的可信

性威胁的软化机制。对所有不合作的村民，项目领导小组统一口径和态度，严守不接触、不解释、不

劝说的承诺，对已经送货的农户，材料配送员立即上门回收建设材料。项目领导小组严守方案执行

标准的强硬态度，成功软化了部分村民不合作的可信性威胁。

四、隐形动员的效应

1.隐形动员的效能

一是破解了政策动员成本居高不下的难题。运用隐形动员机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因村

民“多闹多得”导致政策动员成本居高不下的难题。多年来，F村的Y干部一直习惯用利益安抚摆平

群众“多闹多得”问题。原因是，“他的风格就是，你三千不同意，他就给你拿五千，反正拿钱去搞，（村

民）得到钱了之后到处说。”“你要找他扭着闹，你五百就可以涨成一千，你不闹，你五百可能都得不稳

当。所以，大家都掌握了他的性格。”其后果就是动员的难度及成本不断攀升，“给村头留下了很大的

后患，村头开展任何工作，搞起难度大得很。”例如，“村里修一条人行便道，原本只需要几万的协调

费，结果花掉了 22万。”（访谈笔记：20221003ZD）隐形动员通过变直接动员为间接动员，重塑了政策

动员中的博弈态势，巧妙地影响和改变了村民的理性算计方式和心理预期。村民发现，以不合作相

威胁赢得更多利益的习惯模式已不再奏效。在干部精心组织的非正式话语暗示下，村民的心态由期

待获得更多，转变为担心失去更多，认识到合作才是最优的选择。由此，隐形动员成功软化了部分村

民讨价还价的可信性威胁，进而极大降低了改厕动员的交易成本。在隐形动员机制及项目精细化运

营管理的共同作用下，本次改厕最终结余了几十万元经费，一举扭转了村集体多年来，一直超预算举

债建设的被动局面，极大充实了村集体公共建设的账户资金。

二是遏制了基层治理生态持续受损的态势。运用隐形动员机制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就是扭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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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治理生态持续受损的态势。首先，扭转了村级公共权力运行不规范问题。过去村级组织运转很不

规范，“镇上喊去开会布置工作的时候，村里面是有几个人参加啊，晓得啊，但是开会回来之后，他自

己一手遮天，自己把工作安排完了，具体啷个方案搞法，他也不讲。”（访谈笔记：20221003ZD）此次改

厕，由驻村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全体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形成了组建改厕工作领导小组和项目实施方

案及执行准则等重大决议。解决了过去第一书记职务虚化，村级组织涣散弱化，村内公共事务不经

集体讨论决议，任由个别干部独断专行的不良传统。其次，改厕项目由村集体统一运营和管理，杜绝

了村内公共项目一直由个别干部独揽、以权谋私的问题发生。为重塑干部形象，扭转村民对干部及

村庄公共建设不信任问题奠定了基础。最后，隐形动员机制的运用，确保了工作方案及执行准则的

规范性和严肃性，成功跳出了基层干部长期依靠利益安抚摆平矛盾的陷阱，解决了长期无法破解村

民“多闹多得”习惯的难题，有效强化和拓展了基层组织的自主性能力和空间。

2.隐形动员的限度

一是隐形动员在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上，还存在不足

之处。隐形动员在破解村民“多闹多得”习惯，遏制村庄治理生态持续受损的态势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为摆脱旧的不良习惯对村庄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阻滞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这并不表明隐形动员

就是一种理想的动员机制。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对隐形动员机制的评价，需要对其在激

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及成效上做出科学的评估。公共事务治

理能力的强与弱，受到社会参与方式的影响[26]。隐形动员实际上是运用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方式，诱导

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活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27]，即村民公共参与的

主体地位缺失及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因为村民在被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中，并没有积极主动去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协商等权力，其对村庄公共事务的主人翁精神

与责任意识就很难培养起来。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定的基层民主制度，为确立村民在村庄公共事务治

理中的主体地位，培育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主人翁意识，给予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隐形动员将

政策动员作为一项博弈行动，为确保干部在动员博弈中的优势地位，对村民封闭了项目运营的关键

信息，甚至利用隐形代理人私下向村民散布虚假的小道消息，以削弱村民持续博弈的能力和信心。

因此，隐形动员的实质是绕开村民自治制度，解决村庄治理难题的权宜技术，它并没有激发出村民参

与村庄公共事务，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二是隐形动员有较高的驾驭风险和传递难度。隐形动员是一种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政策动

员机制，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技术的隐蔽化运作，改变村民的理性计算方式及心理预期，进而影响

村民的观念和行动选择。这种积极的隐形动员机制，在运作上具有较高的风险和传递难度。因为正

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人格性、权宜性和道德性的合理运用[28]。隐形动员有效性的

实现，首先高度依赖基层干部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由于隐形动员中权力运作的隐蔽性，使群众对

干部权力监督的难度及成本较高，其运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个人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

力。如果干部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及自我约束能力达不到一定水准，就很容易在权力非正式运作

中走偏。如过去惯用的收买摆平方式，很多时候就是在权力的隐蔽运作中完成的。这表明，隐形动

员模式很容易在积极效能与消极效应之间摇摆，这种高度依赖干部个人思想道德素质，而不是依靠

公开的制度化的权力运作方式发挥积极作用的政策动员机制，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其次，隐形动员

中的权力运作，具有较高的思辨性和灵活性，对干部个人的经验积累、领悟能力、直觉能力和创新

行动能力都有较高要求。在本文语境中，隐形动员机制的运作主体，其实是一群具有三十多年基

层工作经验的村干部，他们不仅熟悉村民的思想动态、性格脾气，能准确预判村民的行动方向，而

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权力运作经验。对基层工作而言，经验积累是领悟能力、直觉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基础条件。然而，这些依靠经验累积起来的能力，具有短时间内难以被年轻干部学习和传递的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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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基层干部，如何试图在完成动员任务的同时，努力控制政策动员成本及优化已经受

损的基层治理生态；并将这种政策动员机制，概括为隐形动员，进而阐释了隐形动员的解释框架，分

析了该动员模式的实施方式、运作机制和实践效应。基层组织的政策动员，不仅是落实上级任务的

一种工作模式，同时，它还与基层治理生态，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政策动员发生在特定

的基层治理生态之中，基层治理生态的状况，深刻影响着政策动员的交易成本及实施成效；另一方

面，政策动员的实施直接影响和形塑了基层治理生态。不同的政策动员方式，对基层治理生态的影

响效果不一样。如何在完成政策任务中有效控制动员成本及保护基层治理生态这一课题，无论在基

层治理实践层面，还是在基层治理研究层面，都是值得深入拓展的课题。

对隐形动员的研究发现，基层政策动员存在“内卷化”风险，一些基层干部的政策动员方式不当，

致使基层治理生态受损，政策动员的交易成本持续攀升，政策动员的难度不断增大。政策动员的“内

卷化”风险，首先源于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考核评价机制不科学，一方面在时间节点的设置上没有充分

尊重基层实际，导致政策动员的时间压力过大，基层干部面对部分群众不合理诉求时缺乏足够的回

旋空间。另一方面，政策执行的考核评价对维护基层治理生态和控制动员成本的考量不够重视，导

致对基层干部在政策动员中的不当行为缺乏约束；其次源于村级组织涣散，尤其是村级组织主要负

责人的腐败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导致基层政策动员中的创新实践能力不足。

隐形动员模式的创新实践活动，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尝试。对其发生发

展过程的深入分析发现，基层组织之所以能够在政策动员中展现出卓越的创新实践能力，一是得益

于镇党委在镇村两级推动的党建引领基层政治生态净化行动。先前村级组织的软弱涣散并非因为

村组织内部缺乏干事担当能力的干部，而是缘于镇村两级政治生态的系统化问题，导致愿干事能担

当的干部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和空间，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政治生态净化行动，将村级组织内部的积

极因素有效释放了出来；二是得益于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创新实践行动给予足够的政策空间，使基

层干部有机会去创新实践隐形动员的一系列实施方式和运作机制；三是得益于基层干部的担当精

神、专业化素质和团结协作能力，这些素养和能力是基层干部长期锻炼培养的结果。上述三个方面

的因素，是未来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着重考虑和发力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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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Mobilization：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Village 
Cadre Policy Mobilization Behavior

YE Liqun， SHEN Qianfei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constitutes a critical pathway for grassroots 
cadres to enhance policy mobilization effectiveness. Invisible mobilization， distinct from routine mobiliza⁃
tion and “buy-off-and-settle” mobilization， represents an innovative paradigm in grassroots policy mobili⁃
zation mechanisms. By de-officializing mobilizing actors and discourse， invisible mobilization weakens 
target groups’ defensive psychology and bargaining impulses， guiding them to alter their rational calcula⁃
tion strategies and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By disseminating informal information and concealing 
time pressure， cadres engage in patient， covert bargaining with mobilization targets， thereby eroding 
their willingness and confidence to sustain prolonged negotiation. Invisible mobilization operate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the use of concealed agents， transformation of mobilization discours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creative conversion of time pressure， and strengthening and softening of cred⁃
ibility threat. The invisible mobiliz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policy mobili⁃
zation and optimize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ecology while ensuring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policy tasks， which is helpful to expand and strengthen the autonomy space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invisible mobiliza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individual cadres’awareness 
and competence， is limited in its ability to address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in villager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tails certain risks in its implementation and diffusion.

Key words invisible mobiliz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ecology； policy mobilization； mobiliza⁃
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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